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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总结了白垩纪 OAEs 的研究进展, 重点讨论了 OAE1a、OAE1b 和 OAE2 时期的有机碳(TOC)

含量、碳同位素、古温度和锶同位素特征及其古环境指示意义, 综合分析了白垩纪 OAEs 的成因机制。

结果表明白垩纪 OAEs 的发生可能与该时期海底大规模的火山活动以及由其引起的气温升高、碳水化

合物大量分解、水文循环加快和海洋生物生产力提高等一系列变化有关。对于白垩纪 OAEs 演化特征

和成因机制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白垩纪 OAEs 的综合分析发现, 当前的研究区域主

要集中在大西洋/特提斯盆地及其周边陆地, 而对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研究报道迄今未见, 从而无法对

白垩纪 OAEs 进行全球性对比和系统性研究。今后我们将重点围绕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白垩纪 OAEs 的

演化特征、成因机制及其古气候环境效应等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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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浓度的

升高,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气候变暖的趋势, 并且该变

化的发生速率远比现有气候模型所预期的要快, 要理

解气候发生快速变化的风险, 就必须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地球系统对大气温室气体升高的响应[1]。这也是国

际深海钻探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国际合作计划——国

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最核心的科学目标之一[2]。白

垩纪中、晚期是地质历史上典型的极端暖室期, 如高

纬度地区的古表层海水温度(SST)达到 20~30 , ℃ 在

中、低纬度地区则高达 30℃以上[3]; 而全球大气二氧

化碳浓度在白垩纪中期高达约 1 000~2 000 ppmV 

(ppmV 表示二氧化碳体积比的单位为 μL/L, 后同)[4], 

到白垩纪晚期仍维持在 500 ppmV 以上[5]。此外, 该

时间段还是全球超级地幔柱的强烈活跃期[6]。上述特

殊的气候和构造条件为探究关键地质历史时期的碳

循环过程、成因机制及其古气候环境效应等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由于深海钻探计划(DSDP)

的实施, 在太平洋马尼希基高原发现了白垩纪时期

的、以高有机质含量为特征的黑色沉积物, Schlanger

和 Jenkyn[7]发现此类黑色沉积物的分布具有全球性

和同时性, 并认为其形成可能与白垩纪中某些特定

地质历史时期中全球(或局部)海洋出现低氧到缺氧

条件有关, 因此将形成这些沉积物的事件称为大洋

缺氧事件(OAEs)。其定义为: 海洋环境中大的地域范

围里短期内(<1 Ma)明显增强的有机碳(TOC)沉积阶

段, 并往往与海洋和陆地沉积物中碳同位素的明显

偏移相对应。 

通过对白垩纪富含有机碳地层的研究 , 人们发

现白垩纪 OAEs 是多期次的, 主要发生在阿普特期

(约 125.0~113.0 Ma)—阿尔布期(约 113.0~100.5 Ma)、赛

诺曼期(约 100.5~93.9 Ma)—土伦期(约 93.9~89.8 Ma)的

交界时期和康尼亚克期(约 89.8~86.3 Ma)—三冬期

(约 86.3~83.6 Ma), 分别被称为 OAE1、OAE2 和 OAE3, 

而 OAE1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 OAE1a(约 120 Ma)、

OAE1b(约 111 Ma)、OAE1c(约 105 Ma)和 OAE1d(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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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a) 四期。其中以 OAE1a、OAE1b 和 OAE2 这

三次事件最为显著, 具有全球性分布特征; 而 OAE1c

和 OAE3 这两次事件则具有区域性分布特征: 其中

前者主要分布在古特提斯洋区域, 而后者则主要发

现于大西洋地区[8]。值得注意的是, OAE1d 事件最早

是在古特提斯洋个别的海洋沉积岩中发现的, 被认

为是区域性 OAEs[8], 但随着后来该事件在大西洋[9]

和加利福尼亚地区[10]的相继出现, OAE1d 事件也有

可能具有全球意义。由于白垩纪 OAEs 关系到碳循

环、古海洋-古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 自

其定义被提出以来, 科学家们对全球主要大洋盆地

及地表出露的海相地层中记录到的白垩纪 OAEs 开

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从 TOC 含量、碳同位素、古温度和锶同位素等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古环境指示意义等方面综述该事

件的研究进展, 以探究其成因机制以及地球系统对

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响应。 

1  白垩纪 OAEs 的标志性特征 

OAEs 往往对应着 TOC 在短期内迅速而大量地

埋藏, 其中白垩纪 OAEs 的标志性特征是在全球范

围内广泛分布的黑色页岩[11]。这是一种泥质岩类, 一

般由包含有机质和石英粉砂的黏土矿物组成, 其中

TOC 含量极高, 往往可达 10%~30%。TOC 埋藏量在

阿普特早期迅速升高, 至阿尔布早期达到一个较高

的值之后开始下降, 在赛诺曼末期埋藏量迅速增加, 

至土仑早期埋藏量持续增加, 这段时间也正是 TOC

埋藏速率的高峰期[12-14]。 

在空间分布上, 在阿普特早期的 OAE1a 中, 阿

尔卑斯山、地中海地区的沉积物中 TOC 含量在 2%~ 

18%[15], 同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佛兰西斯科杂

岩以及太平洋中部和北部的海底高原、海山等处均

发现了高 TOC 含量并广泛分布的黑色页岩, 其中北

太平洋沙茨基海隆沉积物中 TOC 的含量更是达到了

40%以上 [16]。在希腊西部发现的 OAE1b 沉积物中

TOC 的含量也达到了 30%以上。赛诺曼期和土伦期

交界的 OAE2 黑色页岩沉积在全球都有广泛分布 , 

其有机质含量整体偏高, 但不同海区沉积物的 TOC

含量有所差别。如加勒比海、大西洋、阿尔卑斯和

地中海地区沉积物中 TOC 的含量在 30%以上, 在印

度洋埃克斯茅斯深海高原海洋沉积物中的 TOC 含量

也达到了 25%[17], 而太平洋多数海区沉积物的 TOC

含量则在 8%~10%[11], 但在亚洲发现的黑色页岩沉积

厚度和 TOC 含量都有明显降低, 如西藏地区 OAE2

沉积物中的 TOC 含量小于 2%[18]。 

OAEs 中有机质埋藏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

个方面: (1)海洋生物生产力的提高[19]。赛诺曼晚期—

土伦早期的 OAE2 与海平面上升的高峰期是一致的, 

全球海平面的抬升使得陆架海扩展, 暖盐水生物生

产力增加 , 而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中—深层水团 , 如

北大西洋中层水(500~1 000 m)温度在赛诺曼末期突

然从 15℃上升到 20℃[20], 且引起了深层水团上涌的

增加, 从而导致了海洋中高的生物生产力[6], 如赤道

大西洋在 OAE2 期间沉积物中 Ba/Al 比值的大幅升

高[11]。此外, 大量地质温标记录显示 OAEs 期间大气

温度升高, 可能加速了水文循环和陆地硅酸盐的化

学风化作用, 而海洋沉积物中的锶同位素组成变化

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而引起了陆地入海营养物质的增

加, 这也促进了海洋初级生产力的上升[15, 20]。(2)海洋

底层水缺氧环境。目前已有大量证据证明在 TOC 的

加速堆积阶段, 海洋处于缺氧状态。如在多次 OAEs

中发现了指示厌氧环境的生标化合物[15, 21]。又如在

大西洋附近的 OAEs 沉积物中记录到了 Mo 同位素比

值的明显升高, 而 Mo同位素组成与其自身的赋存状

态密切相关, 从氧化态-次氧化态到缺氧态(硫化态)

其同位素值依次加重, 同时亲硫元素(如 As、Bi、Cd、

Co、Cr、Cu、Mo、Ni 和 Sb)以及一些变价元素(如

Ti、Fe、V 和 U)的富集也证明了当时这种硫酸化海

洋水体的存在[11]。而一些具有旋脊的浮游有孔虫、

一些菊石类和底栖海洋生物在 OAE2 时期的贫乏也

可能是由于此时广泛而强烈的缺氧环境造成了海洋

中浅至中层生活环境的破坏[13]。生物生产力的上升

促进了有机质的形成, 海洋的缺氧环境又有利于有

机质的保存, 二者共同作用, 最终导致了 OAEs 中有

机质埋藏量的显著增加。 

2  白垩纪 OAEs 的碳稳定同位素特征 

自然界中的碳有两个基本储库: 海相碳酸盐和

TOC[22]。碳酸盐岩中的碳同位素相对富 13C, 而沉积

有机质中的碳同位素则相对富 12C。碳循环以及碳同

位素的演化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基本碳库之间的转化: 

植物光合作用从大气二氧化碳中优先吸收 12C, 将其

固定在有机质中, 经过生物的呼吸及死亡分解氧化

又会把富 12C 的碳返回到大气中, 从而构成了地球系

统稳定的碳循环过程。在 OAEs 期间, 海洋浮游植物

通过光合作用将更多的 12C 固定在有机质中, 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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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海洋处于贫氧或者缺氧状态, 生物死亡后得不到

充分、及时的氧化分解, 使得富含 12C 的大量有机质

在海底埋藏, 从而导致海水和大气中的碳相对富集
13C。由于海相碳酸盐岩与海水的碳同位素保持平衡, 

因此海相碳酸盐岩的 13C会发生正偏; 同时地球系统

的碳循环过程继续进行, 植物将大气中相对富集 13C

的碳固定在有机质中, 因此新形成的沉积有机质中

的 13C 也会发生正偏[23]。 

对全世界范围内OAE2事件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海

洋碳酸盐岩和有机质中的 13C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正

偏移, 其偏幅约为 2‰~5‰, 持续时间约为 0.5 Ma[29]。

如德国北部黑色页岩相记录到的 OAE2 事件显示 , 

碳酸盐岩和有机质中的 13C 正偏了 2‰~3‰, 并且有机

质中 13C 的偏移幅度相对更大[24-25]。又如藏南岗巴地区

海相碳酸盐岩的 13C含量在OAE2事件期间骤增, 达到

2.7‰的正偏移量[26]。再如美国内陆海道地区沉积物中

记录, OAE2事件中有机质 13C的正偏移量为 4‰, 碳酸

盐岩 13C 的正偏移量为 2‰[27]。而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

-亚平宁山脉地区的黑色页岩沉积记录则显示, 有机质

的 13C 在 OAE2 早期有 3‰的负偏移, 但这可能与当时

地面大规模火山活动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有关[28]。 

然而, OAE1a和 OAE1b事件内的海相碳酸盐岩、

有机质和生标化合物中碳同位素既有出现正偏移、

又有出现负偏移的情况[30-31]。如在太平洋中部海山

区 ODP866站点, OAE1a中海相碳酸盐岩中碳同位素

组成剖面变化开始于剧烈的 13C 负偏移(0.5‰~3.0‰), 

随后 13C 升高并长期保持正偏[11]。此外, 在阿尔布早

期的 OAE1b 时期, 13C 也先发生 1‰的负偏移, 随后

升高并保持正偏[32-33]。这种现象表明在 OAEs 发生

早期必定有偏轻的 12C 同位素进入到当时的海洋-大

气系统中。同时, 研究还发现 OAE1b 早期的 13C 呈

阶梯状下降, 表明富含 12C 的物质在极短时间内以快

速脉冲的形式进入到海洋-大气系统中。据此可以推

测这可能是火山排气作用[28]、天然气水合物分解[34]

以及煤层热分解[35]单独或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

现在一般认为 OAE1a 的发生是翁通-爪哇太平洋超级

地幔柱喷发的结果[6, 36]。由于海底大规模火成岩省的

活动导致了海水温度升高, 在短时间内使水合甲烷分

解而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海洋-大气系统中, 

从而造成了海洋-大气系统中碳同位素的显著变轻。 

3  白垩纪 OAEs 的古海水温度背景 

前面已经提到, 白垩纪中、晚期全球气温处在一

个整体偏高的水平, 是典型的极端暖室期。根据全球

不同地区的底栖有孔虫氧同位素重建的古温度记录

显示, 当时全球底层海水温度在 8~20℃范围变化。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 从 115 Ma 开始底层海水逐渐升

温, 至 97~91 Ma 达到最高, 其后则开始缓慢降温, 

至 78 Ma 左右达到 8~12 , ℃ 其后直至白垩纪结束则

基本保持稳定[37]。 

根据全球范围内大洋钻探(ODP)站位的浮游有

孔虫氧同位素记录可知, 白垩纪中、晚期全球 SST

较现在也有显著的提高, 如白垩纪极热期赤道大西

洋的 SST 可达 33~34℃[38]。Norris 和 Wilson 等[39]

对 30°N 的 ODP1052 站点古海水温度的重建研究结

果表明, 阿尔布期至早赛诺曼期的 SST也达到了 30~ 

31℃。而高纬度地区的 SST 在白垩纪中、晚期同样

有较大幅度的升温, 如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 SST 在

晚阿尔布期与赤道 SST 相差接近 14 , ℃ 但到了白垩

纪极热期其差距则仅为 0~4℃[40]。 

海洋钙质超微化石的氧同位素则显示 , 白垩纪

多数的 OAEs 均发生在海水温度最高的时期前后 , 

但是在某些 OAEs 发生期间也会发生短暂的降温事

件。如赤道大西洋 DSDP367 和 ODP1260 站位根据

有孔虫氧同位素和生标化合物 TEX86 重建的古温度

记录显示, 该海区在 OAE2 事件开始时 SST 先快速

地从约 33℃升温至 35~36 , ℃ 然后降温约 4 , ℃ 之后

再次升温直到 OAE2 事件结束[41]。OAEs 开始时期快

速升温、之后发生降温的情况也发生在 OAE1a 和

OAE1b 事件期间。如赤道大西洋 ODP1049 站位有孔

虫氧同位素数据显示, SST 在 OAE1b 事件开始时快

速上升了约 8 , ℃ 随后降温约 3 , ℃ 之后再次升温[42]。

又如赤道太平洋 DSDP463 站高分辨率氧同位素数据

显示, 在 OAE1a 开始时 SST 快速上升了约 8 , ℃ 之

后则开始缓慢降温[43]。 

4  OAEs 期间的锶同位素相对丰度比

值变化及其古环境指示意义 
87Sr 相较于地幔更容易在地壳中富集, 因此常

用海水中 87Sr 和 86Sr 的相对丰度之比 87Sr/ 86Sr 来指

示海底热液活动和大陆化学风化作用[44-45]。87Sr/ 86Sr

降低 , 指示着海底火山热液活动的增强 , 而其比值

的升高则指示着大陆化学风化作用的加强。多数的

OAEs 前期往往对应着海底热液、火山活动的明显增

强, 引起了 87Sr/ 86Sr 的降低, 其后随着全球温度的

升高, 引起了水文循环和大陆化学风化作用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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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87Sr/ 86Sr 的相应升高[31]。 

对意大利某一碳酸盐岩台地中保存完好的双壳

类生物方解石壳体的研究发现, 在赛诺曼—土伦期, 
87Sr/86Sr 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 , 可能指示着热液

源或其他镁铁质火成岩源地幔 87Sr 的补充。但在

OAE2 开始阶段, 87Sr/ 86Sr 呈脉冲式升高, 说明该时

期的水文循环和大陆化学风化作用都有着明显的增

强, 并且也表明了大陆化学风化作用的增强效应足

以掩盖地幔来源锶同位素的增加趋势[32, 46]。 

在太平洋地区, 根据对 ODP886 站点海山区沉

积物的研究发现, 在 OAE1a 早期, 87Sr/ 86Sr 先是小幅

度降低然后急剧升高。对于 87Sr/86Sr 的降低, jenkyns

等人的解释是在该事件发生初期, 海水锶同位素受

地幔成因非放射性锶同位素影响较大, 有热液源或

其他镁铁质火成岩源获得的地幔锶同位素的补充 ; 

之后大陆化学风化作用对于锶同位素变化起到了主

要作用, 即 OAE1a 时期全球温度升高, 导致大陆化

学风化作用加强, 致使锶同位素比值升高[32-33]。与之

相类似, Bralower 和 Fullagar 等[47]对大西洋地区多个

DSDP 站位的研究发现, 87Sr/ 86Sr 在 OAE1b 时期显著

升高, 也指示着当时全球温度的升高以及大陆化学

风化作用的加强。  

Ingram 等[45]对亚平宁山脉东北部和威尼斯阿尔

卑斯山脉地区白垩纪 OAEs 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阿

普特早期、阿尔布早期以及赛诺曼—土伦期交界的

缺氧事件中, 整体上 87Sr/ 86Sr 都有一定程度的正偏, 

指示着此时大陆化学风化作用和水文循环的相应加

强。其中, 在阿普特早期和赛诺曼—土伦期的 OAEs

事件早期, 87Sr/ 86Sr 有小幅度的负偏移, 表明 OAEs

初期海水锶同位素受到了地幔成因非放射性锶同位素

的较大影响, 即存在热液源或其他镁铁质火成岩源地

幔锶同位素的补充。而地幔源非放射性成因的锶同位

素可能与海底扩张速率和板块俯冲速率的加快以及大

火成岩省的活动有关。如 OAE1a 事件一般认为是与翁

通-爪哇太平洋超级地幔柱的喷发活动有关[6, 36]。而

OAE2 早期海水锶同位素比值的降低也记录到了太平

洋、加勒比海等地区广泛分布的海底火山活动[48]。 

5  白垩纪 OAEs 的成因机制 

白垩纪 OAEs 的成因机制比较复杂, 涉及地球

内、外各圈层的共同作用, 至今尚无定论。但总体而

言, OAEs 的发生可能与大火成岩省的活动密切相关

(图 1)。白垩纪海底岩浆的大规模喷发改变了洋盆体

积, 引发了海水温度和海平面的升高及全球性的海

侵 , 导致了海陆性质的改变 , 加强了对太阳辐射的

吸收 , 最终促进了全球大气温度的升高 [49]; 另一方

面由于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引起地球内部大量热能

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释放 , 这也会引起大气温

度的升高[50]。白垩纪中期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现今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 9 倍, 到晚白垩纪尚为现在的

1.5 倍 ; 白垩纪时期全球古海水温度也提高了 3~ 

8℃[41-43]。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海水温度的提高是

OAEs 发生的前提, 即两者的升高会共同导致海水中

溶解氧含量的下降, 是大洋缺氧环境的一个重要原

因。同时由于海底大规模火山活动, 释放出大量的营

养物质进入到底层海水中, 而底层海水因为温度的

升高又会发生上涌, 从而引发海洋中大面积的生物

生产力水平的上升 [51]; 更何况全球气温的上升 , 还

会促进大陆化学风化作用和水文循环, 加强陆地营

养物质向海洋的输送, 这也会使得海洋生物生产力

大幅度提高[52]。海洋生物生产力的提高及其产物的

向海底沉降和分解会进一步消耗水体中的氧气, 使

得海洋中的缺氧环境进一步加剧。海底缺氧环境不

利于有机质的氧化, 进而使其在海底得以有效埋藏

和大量保存, 从而形成大洋缺氧时期全球范围内的

黑色页岩沉积。 

而且白垩纪时期的几次 OAEs 的成因机制也不

尽相同。根据碳同位素研究结果可知, OAE1a 事件初

期的 δ13C 值负偏, 大量富含 12C 的物质进入海洋-大

气系统, Larson 认为这与翁通-爪哇太平洋超级地幔

柱的喷发活动有着密切关系[6]。同时全球大火成岩省

的大规模活动以及法拉龙板块向北美板块的俯冲引

起的大陆边缘沉积物中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34]也可

能是 OAE1a 事件的诱发原因。上述活动共同作用, 

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 引

起了全球温度的升高以及地表化学风化作用和水循

环的加强; 同时海洋中营养物质输入量的增加引起

了大洋中钙质生物钙化速度的降低和硅质生物的大

幅度繁盛 , 引起了大洋酸化和底层水缺氧 , 导致了

碳酸盐台地的消失和黑色页岩的沉积[52]。 

OAE1b 在成因机制上表现出与 OAE1a 的差异

性。OAE1b 事件对应着多期的黑色页岩层, Erbacher

等 [42] 通过分析北大西洋西赤道 ODP 1049 站位

OAE1b 段的浮游和底栖有孔虫稳定同位素组成, 认

为 SST 的升高或者陆地淡水输入的增加, 造成了海

水分层的加剧 , 从而使得底层海水缺氧。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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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ontian 盆地 OAE1b 事件的研究结果表明, 该事件

可能与海洋生物生产力的提高有关[53-54]。此外, 根据

对西班牙 Basque Cantabrian 盆地 OAE1b 的研究, 

Millan 认为径流增加、海平面升高是 OAE1b 事件发

生的重要原因[55]。总之, OAE1b 事件的出现应该与气

候变化、生产力和海平面波动等密切相关。 

 

图 1  白垩纪 OAEs 成因模式图[52] 

Fig. 1  Genesis scheme for the Cretaceous OAEs[52] 

 

OAE2 早期并没有 δ13C 的负偏, 表明此时的 12C

并没有大量进入到海洋-大气系统中, 而是表现为大

量有机质在海洋中的形成和快速埋藏。因此 OAE2

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全球大火成岩省的大规模活动 , 

释放出大量包括铁元素在内的营养物质到海洋中 , 

同时底层海水温度的上升还引起了富营养的中层水

和底层水的上涌, 从而引发了海洋中大面积的、生物

生产力水平的上升[51]。 

6  结论与展望 

白垩纪 OAEs 是地质历史上极端气候时期的代

表性事件 , 将古论今 , 通过研究白垩纪时期地球气

候重大扰动的过程、成因和影响, 对于了解地球气候

系统的运转机制、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变暖”

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白垩纪 OAEs 时期的古海水温

度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是其发生的前提条件, 

锶同位素相对丰度比值在该时期的升高还表明了当

时大陆化学风化作用和水文循环的相应增强。由于

此时大洋中高的生物生产力水平及缺氧性的海底环

境 , 使得大量的有机质得以埋藏和保存下来 , 因此

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在全球的广泛分布是 OAEs

的标志性特征。此外, 缺氧事件时期有机质的大量埋

藏, 还引起了海水 δ13C 的正偏移; 但部分缺氧事件

初期的 δ13C 也会发生短暂的负偏移, 这与当时大量

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有关。基于前人的长期研究工

作可知, 白垩纪几次 OAEs 的成因虽不尽相同, 但总

体而言主要源自于海底的大规模、剧烈火山活动。 

当前对白垩纪 OAEs 研究最为深入的区域为大

西洋/特提斯盆地及其周边陆地。但印度洋的相关记

录则非常匮乏, 特别是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相关报

道迄今未见, 而这主要是由研究材料的限制造成的。

即南半球高纬度地区现有的低取芯率 DSDP 和 ODP

钻孔根本无法满足进行当地典型白垩纪 OAEs 研究

的需要, 致使许多关键科学问题迄今仍无法得到有

效的解译。如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典型白垩纪 OAEs

期间的静海相状态是持续性的还是短暂性的？又如

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典型白垩纪 OAEs 期间所沉积的

黑色页岩中是否以微量元素富集的形式记录到了当

时的火山活动这一典型白垩纪 OAEs 的潜在驱动机

制？以及南半球高纬度地区 OAE2 中是否存在和北

半球地区相同的短期降温事件(Plenus cold event)？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于 2017 年底在印度洋

东南部执行了 369 航次, 并成功获取了典型白垩纪

OAEs 期间及其前后所形成的高质量、连续长岩芯沉

积物 , 为追踪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典型白垩纪 OAEs

的演化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古气候环境效应等提供

了绝佳材料。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 我们应重点探讨

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典型白垩纪 OAEs 的演化历史以

及火山活动、陆地风化、生物生产力和洋流循环等

关键地质 /气候因子在其形成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 

进而在与中-低纬度地区相关事件记录间进行系统对

比的基础上, 探索典型白垩纪 OAEs 期间不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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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生物和地球化学响应上的异同, 最终查明南

半球高纬度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典型白垩纪 OAEs

的成因机制及其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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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Cretaceous oceanic anoxic events (OAEs), focusing on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content, carbon isotopes, paleotemperature, Sr isotop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otential 

significance in the paleoenvironment during the periods of OAE1a, OAE1b, and OAE2. The mechanisms of the 

genesis of Cretaceous OAE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of Cretaceous 

OAEs may be related to large-scale submarine volcanism during these periods and its impacts, which include an 

increase in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massive decomposition of carbohydrates, acceleration of hydrological cycles, 

and an increase in marine biological productiv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study the evolutionary char-

acteristics and genetic mechanisms of Cretaceous OAEs. Moreover, it is fou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on Cretaceous 

OA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Atlantic/Tethys Basin and its surrounding lands; a systematic study of Cretaceous 

OAEs in the high latitude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has not yet been conducted. In the future, we will focus 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genetic mechanisms, and paleo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Cretaceous 

OAEs in the high latitude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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